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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视角下府际生态治理合作的类型与机制 

                            ——以长三角示范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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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益严重的跨界生态问题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改革属地治理模式、加强府际合

作，是推动区域生态治理的必然选择。利益是驱动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关键，作为理性决

策者，地方政府的合作动力来源于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预期。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将区域生态

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划分为损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共创共享型三种，并剖析了这三种合作类型的

成本—收益特征。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水污染治理、生态工程建设、生态文化旅

游圈打造为例，从驱动力、利益协商两方面分析了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府际合作类型的合作机制：损

失盈利型以中央政府调控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补偿机制；比较利益型以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为主

导，实行的是利益谈判机制；共创共享型以市场驱动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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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

称“示范区”)是我国区域生态一体化发展的先行

区。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生态

合作治理一直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措

施。2019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的《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深化长三角跨

区域合作，率先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推动区域一体

化发展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为

全国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作为区域生

态合作治理的先行区，示范区先后发布了一系列

跨界生态联保专项方案，以推进生态环境共同保

护与协同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示范区持续推进

跨界河流水污染合作治理、生态合作建设和生态

文化旅游圈共同打造等工程，为区域生态合作治

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生态问题具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特征，

传统的属地生态治理模式难以应对跨界生态问

题，府际合作遂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1]。

府际合作驱动因素的探究、合作类型的归分及合

作机制的选择等，都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成本和收

益的权衡。因此，文章基于成本—收益视角，选

择示范区内太浦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东航路—康

力大道工程建设、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等案

例，解析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府际合作类型的成

本—收益特征，分析不同合作类型的合作动力机

制，以期拓展府际合作的研究视角，为进一步推

动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收稿日期：2022−10−26；修回日期：2023−0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长三角区域生态协同发展的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研究”(20AGL03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

计划“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的利益逻辑——基于成本收益的视角”(KYCX23_0637)；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人文社科专

项“跨界水污染合作治理困境及利益均衡研究”(B220207005) 
作者简介：毛春梅，女，江苏南通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资源与环境管理、区域发展管

理；姚清，女，安徽池州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源与环境管理、区域发展管理，

联系邮箱：hhuyaoqing@163.com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6 期 

 

126

 

 
一、文献综述 

 
    府际合作是区域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之

一[2]，随着府际合作的推进，府际合作类型日益

多样化，学术界对此提出了多种归分方式。哈耶

克根据合作秩序演化理论[3]，将府际合作类型划

分为共处共生型、互惠互利型、共创共享型三

种[4]；库曼、唐文玉等认为，府际合作是一种区

别于社会自治和科层治理的模式，可以分为权威

型与民主型两种[5−6]；费奥克提出了府际合作中出

现的四种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包括地方政

府利益协调中的问题、规模经济条件下的问题、

共有产权情况下的问题以及外部性情况下的问

题[7]，据此府际合作可划分为与之相一致的互补

型、共建型、分配型和补偿型四种类型[8]。就长

三角地区而言，吴军、孙伟等认为，府际合作涵

盖了旅游合作等具体事务[9]，形成了三级合作和

统分结合的协调机制[10]；陈雯等根据长三角区域

合作的发展过程和治理路径，将区域府际合作类

型分为专题区域合作、跨区域园区合作和毗邻地

区合作三类[11]；张鹏等从合作主体、管理体制、

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跨区域合作园区

的类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12]。综上所述，学者们

从多个角度对府际合作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和探

讨，但针对区域生态治理领域的府际合作类型尚

未进行归分。 
府际合作在区域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达成，受

地方政府决策力、沟通力和执行力等因素的影

响。这些影响因素共同促使地方政府参与区域

生态治理合作[13]，进而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协同

发展[14]。目前学界对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动

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方面： 
政府对区域生态合作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15]。

一方面，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了

推动力，表现在中央政府的整体规划、政治动员、

政府绩效评估等方面[16]。此外，中央政府还通过

人事调配、发展战略调整、政策优惠等措施促成

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合作关系[17]。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自发产生合作动力，即内源性合作动力，这

些内源性动力对区域地方政府的合作具有决定

性作用[18]。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基于地方发展的

诉求，主动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支持与干预，不

断深化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程度。然而，以

政府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不能长久采用，也不适宜

推广[19]。 
要使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持续发挥作用，各参

与主体需探索一个符合市场规律、为经济发展持

续注入活力的府际合作模式。因此，基于市场的

府际合作模式的采用[20]，有助于实现区域间生态

资源的互补和品牌共创[21]，从而有助于府际合作

的可持续进行。进一步而言，由于区域生态资源

分布的差异以及市场的驱动，地方政府通过整合

资源提高了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带来可观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22]。 
地方政府能否够合作成功不是由某一因素

决定的，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3]。区域

内相似的历史、文化等因素都会提升各合作主体

的认同感和信任程度[24]，从而驱动地方政府参与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 
由此可见，学者们已对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

合作动力进行了分析，但尚未将区域生态治理的

府际合作动力机制与合作类型联系起来，缺少对

不同合作类型的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本文拟基

于府际合作的成本—收益的权衡逻辑，将区域生

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进行归分，依托示范区

的典型实践案例，揭示不同合作类型的特征，

对不同生态合作治理类型的合作动力进行分析，

以期拓展府际合作的研究视角和丰富府际合作

的研究。 
 

二、区域生态治理不同合作类型 
的成本—收益特征 

 
    (一) 成本—收益权衡逻辑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是地方政府在成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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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权衡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与地方政府

属地管理所考虑的成本—收益不同，生态合作

治理情境中的收益是基于府际合作而产生的[25]。

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区域生态治理合作

成本(C)包括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生产成本(Ca)
和达成生态合作治理的交易成本 (Cb) ，即

C=Ca+Cb。 
合作收益(R)包括本地收益(Ra)、共同收益(Rb)

和公共收益(Rc)。就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地方政

府而言，首先，需产生本行政区直接获得的收益，

即本地收益(Ra)。这类收益是辖区所独有的收益，

对每一个参与主体而言具有独享性。以流域污染

合作治理为例，上游政府的本地收益表现为下游

政府向其支付生态补偿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而下

游政府的本地收益体现为水质改善带来的生态

环境收益。其次，生态合作治理可以给合作共同

体(各地方政府)带来共同收益(Rb)，即任一合作主

体都可以获得因参与生态合作治理而产生的收

益，具体包括经济收益、政治收益、社会收益、

生态收益等。共同收益可以在合作共同体内进行

分配，具有可分享性，如区域生态旅游文化圈带

来的经济效益由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共同享

有。最后，区域生态合作治理还能产生一种公共

收益(Rc)。这种收益源自生态环境改善所产生的

正外部性，不仅可以由参与合作的辖区享有，还

可以被其他未参与生态治理的周边地区享受。据

此，区域生态合作治理的总收益由共同收益、公

共收益和所有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的本地收益

之和组成。其中，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本地收益

总和为 aiR =Ra1+Ra2+Ra3+…+RaN (N 为参与生态

合作治理的地方政府个数)。区域生态合作治理中

的总收益可以表达为 R=Rb+Rc+ aiR (i=1, 2, 

3, …, N)，详见表 1。 
    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能否达成，取决于

合作收益是否大于合作成本。为方便分析，假设

区域生态治理的成本在地方政府之间是完全均

等的，即每个地方政府所承担的成本为 Ci=C/N (N
为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政府个数，Ci为第 i 个政

府所承担的成本)。各地方政府所享受的合作收益

包括本地收益、共同收益和公共收益，其中，本

地收益具有独享性，公共收益具有不可分割性，

而共同收益具有可分享性。各地方政府获得的具

体份额，需要依据双方达成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

分配。为方便分析，假设共同利益在不同政府间

是完全均等分配的，即每个地方政府获得的共同

收益为 Rbi=Rb/N(N 为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政府个

数，Rbi为第 i 个政府分配所获得的共同收益)。因

此，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地方政府所获得的生态

收益包括本地收益、分配后的共同收益和公共收

益，即 Ri=Ra+Rbi+Rc。如果要促成合作，各地方

政府合作所获的合作收益就要大于其所承担的

成本，即 Ri＞Ci。 
    (二) 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归分 
    本文根据地方政府在区域生态治理中的合

作初始状态，对区域生态治理合作类型进行归

分。合作初始状态是指区域生态合作治理之初，地

方政府间呈现的利益状态。合作初始状态有三种：

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各方利益不均；参与方

共同盈利。这三种状态形成三种不同的区域生态

合作治理类型，即损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和共

创共享型[8, 26]。针对不同的生态合作治理类型，

地方政府会根据成本—收益的权衡，选择不同的

合作机制，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详见表 2。 
    在损失盈利型生态合作治理模式中，不同合 

 
表 1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的成本—收益构成 

合作成本 
(C) 

生产成本(Ca) 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 
C=Ca+Cb 

交易成本(Cb) 达成生态合作治理的成本 

合作收益 
(R) 

本地收益(Ra) 辖区所获独有的收益 
R=Rb+Rc+ aiR  

(i=1, 2, 3, …, N) 
共同收益(Rb) 合作共同体获得政治收益、经济收益、社会收益 
公共收益(Rc) 参与合作与未参与合作的辖区共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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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生态治理的合作类型 

合作类型 损失盈利型 比较利益性 共创共享型 

合作初始状态 一方受益，一方受损 各方利益不均 各方共同盈利 

合作案例 流域水污染治理 区域生态工程建设 生态旅游文化圈打造 

 

作主体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状况各异，受晋升

锦标赛的影响，各地方政府在合作过程中会选择

差异化的生态治理目标[27]。因此，合作治理的本

地收益(Ra)具有区域独特性，共同收益(Rb)和公共

收益(Rc)都表现为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流域水

污染治理是损失盈利型生态合作治理的代表。流

域生态资源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流域生态系统

服务具有效益外溢和损失转移的属性：上游政府

为追求经济发展，可能会牺牲流域的生态资源，

其产生的流域生态功能价值折损则由下游承担；

相反，若上游政府投入资源进行流域生态治理，

不仅需要放弃一些经济发展机会，还会引发下游

政府产生“搭便车”行为，导致部分生态效益被

下游政府所享受[28]。此时，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

制，不仅可以将上游政府损害生态资源所产生的

外部成本内部化，还会对其为生态治理付出的代

价进行补偿，以确保流域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

另外，下游受益各方需要分担相应的生态治理成

本(Ca)，最终在区域各地方政府间形成优劣互补、

互利共赢的局面。 
在比较利益型生态合作治理模式中，地方政

府通过促进生态资源的流动，实现各参与主体的

互利共赢。生态工程建设是比较利益型生态合作

治理的典型代表，各合作主体都能从中获得效益 
(Rb)。然而，由于各地的土地价格存在差异，各

地政府需要支付的生态治理成本(Ca)是不同的，

使得不同合作主体的收益有多有少；各地工程建

设的审批标准也不一，这就间接导致各地方政府

所需支付的治理成本不同，从而使各地方政府间

的收益不均。因此，地方政府需建立合理的利益

谈判机制，通过信息沟通、利益协商方式等建立

府际信任，以此协调各方的利益，最终实现各地

方政府的收益相对均衡[29]。 

在共创共享型生态合作治理模式中，各合作

主体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的互补性和生态政策的

创新性，提升区域生态产品的价值，从而实现地

方政府收益的增长。区域生态旅游文化圈是共创

共享型生态合作治理的代表，其能够整合区域生

态资源，使得各地的资源优势实现互补并形成规

模效益，促进各合作主体获得共同收益(Rb)，表

现为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具体而言，

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激发了区域生态旅游活力，

增加了经济利益；生态旅游文化圈的建设有利于

树立区域旅游品牌，提升区域形象，增强区域旅

游文化圈影响力；生态旅游文化圈有助于推动合

作主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提升区域文化的认同

感，加强区域社会联系。然而，共创共享型生态

合作是否能够达成，取决于各地方政府收益的多

寡。因此，需建立完善的利益共享机制，合理分

配共有的资源和共同的收益(Rb)，从而共同推进

合作共赢目标的实现。 
 

三、典型案例分析 
 

典型案例的选择要求排除极端或异常的情

况，选取有助于研究人员理解研究对象关键方面

的案例[30]。基于这一要求，本文选取了示范区内

太浦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东航路—康力大道工程

建设、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等，分别作为损

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共创共享型的典型案例。 
这三个案例资料丰富、边界清晰，且能较好地对

应类型特点。 
    (一) 损失盈利型合作成本—收益分析 
    (1) 太浦河跨界水污染纠纷处理过程 
    太浦河横跨江浙沪两省一市，既承担发展上

游经济的职责，又为下游提供用水。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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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游的苏州吴江地区，太浦河两岸分布着水泥

厂、船舶厂、加油站等重工业设施，太浦河主要

为这些企业提供航运和排污通道；而在下游的上

海青浦和浙江嘉兴，太浦河的主要功能则是供

水。因此，下游饮用水水源地建设对上游水量和

水质提出了严格要求，而这与吴江区经济的发

展需求相悖，由此引发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

太浦河流域的水污染冲突不断推动区域生态合

作治理的探索：1995 年的“臭鱼堵门”事件
①

引起苏浙两地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1996 年出台的《关于盛泽—嘉兴地区水污染纠

纷处理意见的通知》推动苏浙两省联合开展治理

水污染行动；2001 年“零点行动”
②
爆发后，国

务院、原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与苏浙两省的省

政府共同筹划，最终达成《关于江苏苏州与浙

江嘉兴边界水污染纠纷和水事矛盾的协调意

见》，推进了长三角区域跨界河流水污染治理

的合作；2002 年苏州市和嘉兴市首次召开跨界

水污染联席会议，正式建立水污染联防联控机

制；2019 年的“联合河长制启动仪式”进一步确

立了两地协同治水模式，开启了河湖水环境协同

治理新篇章；2020 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正式建立

了联合河湖长制，实现跨界水体联合监管、联合

检测、数据共享、联合防控。一系列举措为长三

角一体化制度创新做出了有益探索。为解决跨界

水污染纠纷，地方政府不断建立和创新各种合

作机制，由此促进跨界水污染的联合治理和协

同行动。 
    (2) 流域水污染合作治理的成本—收益比较 

合作前，地方政府通常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到经济建设中去，但在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影响

和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

和生态合作治理中面临着选择的困境[31]。由于

苏浙两地同属太浦河流域，基于流域的不可分

割性和水污染的负外部性，两地政府存在合作治

理的可能性，但受地方经济利益的驱使，两地政

府也有不合作的理由：上游的吴江为了追求经济

发展，可能会牺牲生态环境，其产生的生态功能

价值折损则由下游的嘉兴承担；下游的嘉兴不仅

要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还要承担因污染

带来的经济损失，由此两市污染合作治理呈现

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利益非均衡状态，详见

表 3。 
损失盈利型生态合作在于打破上下游利益

的非均衡状态，促使其向利益均衡状态转变。区

域生态合作治理的达成基于两地政府对合作成

本与收益的权衡。合作后，太浦河上下游的地方

政府都需要承担一定的水污染治理成本，包括生

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首先，生产成本涵盖用于水污

染治理的投入费用和由此而引发的收益损失[32]，

包括污染治理成本和机会成本。污染治理成本是

指污染治理中直接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

污染源治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治理技术

研发投资以及环保设施的管护运营成本等。在地

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选择一种方案就意味着放

弃使用其他方案的机会[33]，上游水源区机会成本

包括限制工业发展、迫使排污企业迁移、禁止资

源开发以及进行水土保护建设等举措，这造成了

上游地方政府相关收益的减少；而下游地区的机

会成本主要包括因水质不达标而使生产受限的

损失等。其次，区域生态合作治理可视为各地政

府围绕生态环境而展开的交易，这种交易也涉及

各种交易成本，如信息成本、缔约成本、协调成

本、监督成本等[34]。但合作一旦达成，上下游地

区都能从中获得共同收益，包括生态收益、社会

收益和经济收益：生态收益表现为直接改善水质

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社会收益表现为改善人居

环境，显著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如相关群体人

均寿命延长、发病率和死亡率等下降[35]；经济收

益表现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了投资环境，从而

推动旅游业、生态农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促

进旅游人数和旅游产业收入的显著增加，进而推

动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等。通过上述成本—

收益的权衡，地方政府决定是否参与流域水污染

治理的合作，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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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损失盈利型合作成本—收益权衡—合作前 

 上游 下游 

成本 本地水污染治理成本 
本地水污染治理成本 

承担上游污染所至的生态功能价值折损 
收益 印染企业林立，工业设施完备，地方经济发展 无  

 
表 4  损失盈利型合作成本—收益权衡—合作后 

合 
作 
成 
本 

生产成本(Ca) 

上游 
污染治理成本 

污染源治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治理技术研

发投资、环保设施的管护运营成本 
产业转移成本 污染企业转移、产业升级成本、限制企业发展 

下游 
污染治理成本 污染治理成本、因水质不达标而使生产受限的损失 

生态补偿成本 
对上游生态治理成本及因生态保护丧失经济发展机

会等进行补偿 
交易成本(Cb) 上下游 交易成本 信息成本、缔约成本、协调成本、监督成本等 

合 
作 
收 
益 

本地收益(Ra) 
上游 生态补偿收益 获得生态补偿 

下游 用水保障收益 水量充足和水质达标 

共同收益(Rb) 上下游 

生态收益 改善流域水环境 

经济收益 增加生态旅游、生态农业收益 

社会收益 人居环境改善、保障公众健康 

公共收益(Rc) 流域及周边 生态收益 流域水环境改善正外部效益 

 
    (二) 比较利益型合作成本—收益分析 
    (1) 东航路—康力大道建设窘境演变 

以往，上海青浦与苏州吴江两地通行需绕行

318 国道或 G50 高速，耗费时间长且不便。为了

促进两地更便利的互联互通，两地政府合作建设

东航路—康力大道示范生态工程。该项目要求上

海和苏州两地政府展开合作，在元荡湖上建造一

座长 180 米的公路桥。建桥本身难度不大，但建

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元荡湖位于上海市和

苏州市交界处，所以两地建设单位在办理相关手

续时面临较为复杂的流程，这影响了生态工程建

设的进度。此外，由于跨区域项目权责不清，上

海和苏州两地在项目规划、设计、防洪标准以及

审批流程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导致该项目曾一度

陷入停滞状态。为解决这些合作难题，示范区执

委会从 2020 年 3 月起，多次牵头召集各地相关

部门进行协商，最后决定在元荡桥的审批流程

上，根据上海市相关的执行要求，实行统一的审

批标准。随后，2020 年 7 月 13 日，上海和苏州

两市的水务局联合签发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跨域项目水务准予行政许可‘001
号’决定书”，共同推进东航路—康力大道建设。

如今，东航路—康力大道已正式通车，并成为示

范区内首批建设的生态基础设施工程，成功地

促进两地互联互通，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了贡献。 
    (2) 区域生态工程合作建设的成本—收益

比较 
东航路—康力大道成功建设使各合作主体

获得共同收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

在经济收益方面，首先，该大桥的建设提高了交

通运输效率，加强了地区内部和与邻近地区之间

的联系，为商业发展和人员流动创造了更为便利

的条件；其次，交通的便利性进一步提升区域对

游客的吸引力，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强了企业吸引力，

促进企业发展并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在政治收

益方面，该生态工程的建设打破了行政分割，加

快了当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职责体系的优

化。在社会收益方面，该大桥的建设改善了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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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环境，方便了居民出行，促进区域人员之间

的交流等。地方政府所需承担的生产成本具体包

括：土地征用成本，即项目建设对农田的侵占；

工程建设成本，即工程建设费用及建设人工费

用；环境修复成本，即项目建设过程中及建设后

对生态环境破坏修复的成本，如解决施工所带来

的噪音和粉尘污染等。合作交易成本包括在合作

过程中进行沟通、谈判、信息交流、制定解决方

案所需的费用等，详见表 5。 
    (三) 共创共享型合作成本—收益分析  
    (1)“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历程 

“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是示范区生态治理

府际合作中最成功的项目之一。长三角区域拥有

丰富的水乡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旅

游业发展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长三角旅

游市场受行政分割的限制，旅游车辆无法实现跨

区域通行，旅游公司也无法整合、利用跨区域的

旅游资源，由此阻碍了区域生态旅游的协同发

展。受利益驱使，首先极具市场敏锐性的旅游企

业率先开展合作，建立旅游业联合体，紧接着政

府采取措施消除跨行政边界的旅游障碍：2005 年

9 月《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旅游景点道路交通指

引标志设置技术细则》首次统一区域内旅游行业

标准； 2021 年 12 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江南水乡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三

年(2021—2023)行动计划》正式印发，该计划旨

在整合长三角生态旅游资源，高质量创建国家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目前，示范区打造古镇生态文

化旅游圈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聚焦江南

水乡古镇和吴越文化这两个特色，构建水乡古镇

的联动保护和开发一体化的机制；另一方面，积

极探索跨区域文化旅游治理体系，形成了由行业

主管部门指导，各古镇主管和多元市场主体共同

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此外，强化数字思维技术

赋能，建立古镇文化旅游数据系统，以提升旅游

公共事务的治理和供给效率。 
    (2) 生态旅游文化圈合作打造的成本—收

益比较 
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合作成本主要包括

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包含生态文化旅

游圈打造过程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完善、旅游

设备建造、自然景观维护等费用；交易费用包括

搜集信息、谈判沟通等成本。同时，生态文化旅

游圈打造使地方政府获得共同收益，包括经济、

政治、社会三个维度。就经济收益而言，一方面，

它能够激发各城市旅游发展活力，增加旅游客

源，拓展本地旅游市场；另一方面，区域旅游圈

具备规模效应，可以形成大范围的联合促销，降

低地方政府在旅游品牌策划和运营方面的成本。

此外，资源整合也有助于推动复合型旅游产品的

创新，提升区域旅游的形象和地位。政治收益表

现在一体化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建设促进了区域

旅游管理体制的创新，府际合作打破行政分割，

促进了区域关系的和谐。社会收益体现在旅游文

化圈进一步增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稳定，

详见表 6。 
 

 
表 5  比较利益型合作成本—收益权衡 

合 
作 
成 
本 

生产成本(Ca) 

土地征用成本 项目建设对农田侵占产生土地征用成本 

工程建设成本 工程建设费用及建设人工费用的投入 

环境修复成本 对生态环境破坏修复的成本 

交易成本(Cb) 沟通、谈判、信息交流、制定解决方案等费用 

合 
作 
收 
益 

共同收益(Rb) 

经济收益 

交通便利，提高运输效率，促进交通运输业发展 

激发区域旅游活力，增强对客源吸引力，促进旅游业发展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企业入驻，优化产业结构 

政治收益 打破行政分割，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 

社会收益 出行便利，促进区域公民交流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6 期 

 

132

 

 
表 6  共创共享型合作成本—收益权衡 

合作成本 
生产成本(Ca) 基础设施完善、旅游设备建造、自然景观维护等 
交易成本(Cb) 搜集信息、谈判沟通，生态旅游政策制定、执行成本 

合作收益 共同收益(Rb) 
经济收益 

激发旅游活力、增强客源吸引力、扩展旅游市场 
规模经济降低旅游品牌策划与运营成本 
旅游资源整合提升区域旅游形象和地位 

政治收益 打破行政分割，创新区域旅游管理体制 
社会收益 促进文明交流 

 
 

四、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合作类型 
的机制 

 
本文所指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合作的驱动

力和利益的协商。合作的驱动力在推进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关键的研究价值[36]，因为它

不仅是促进生态合作治理的核心，也为实现区域

协同发展提供了关键动能。不同生态合作治理类

型的内在驱动力有所差异，本文将区域生态合作

治理动力分为中央政府调控力、地方政府自然生

长力与市场驱动力，这些动力在不同的府际合作

类型中发挥着各自的主导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生

态合作治理。利益的协商，在不同类型的合作中，

其表现也有所不同。 
    (一) 损失盈利型的合作机制 

中央政府调控力是损失盈利型合作达成的

关键动力。中央政府调控力是指中央政府通过制

定跨区域生态政策和法规，采用诸如资金支持和

税收政策等手段，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区域生

态合作治理。中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政府传递压

力，使地方政府产生“不得不为”的紧迫感与约

束力[37]；而地方政府在“明确责任—压力倒逼”

的发展趋势下，将中央政府传递的压力转为辖区

发展的动力[38]。如太浦河流域跨界水污染危机事

件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中央政府通过设立太

湖流域管理局，来统筹上下游规划对接。作为中

央政府调控力代表，太湖流域管理局为流域内的

各地方政府提供了协商平台，并通过合理制定太

浦河水功能分区规划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调

整流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此外，太湖流域

管理局通过平衡上下游利益来促进区域生态合

作治理：一方面积极引导上游纺织业的产业转型

发展，鼓励上游加强水环境保护；另一方面督促

下游采取补偿措施，以弥补上游由于保护水环境

而损失的发展机会。 
损失盈利型生态合作治理初始状态为一方

受益、一方受损，因此需依靠完善的利益补偿机

制，实现合作的成本—收益均衡。利益补偿机制

可以弥补上游政府保护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经济

发展损失与水权减少损失，从而有效化解流域上

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39]。上下游实施利益补偿机

制需遵循“谁超标、谁赔付、谁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首先，综合考虑上游的保护成本和下游

的水生态收益，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其次，以

府际交界的水质断面为考核目标，当断面水质超

过规定标准时，上游需支付污染赔偿金，反之，

若断面水质优于目标水质，上游将获得生态补

偿金；最后，通过相互协商，尝试采用多元化

的补偿方式，包括经济补偿、技术支持、产业

转移等[40]。利益补偿机制实现了太浦河流域上

下游地方政府在水资源保护协作方面的协助。

据统计，自 2018 年以来，太浦河水源地已连续

三年(2018—2020)实现水质零异常，且太浦河水

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也被纳入《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

案》之中。 
(二) 比较利益型的合作机制 
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是比较利益型合作达

成的主要驱动力。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体现为地

方政府根据自身地域特点和资源优势，主动寻求

区域生态治理合作，是区域生态治理合作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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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各地方政府深谙本地的生态环境、经济

状况和社会发展诉求，认为进行合作治理的收益

将大于不合作状态下的收益，因此更加积极地参

与区域生态合作治理。受属地管理的行政许可制

度影响，区域生态工程被分解成多个独立的许可

过程，因而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府际间的审批

标准不一、审批程序繁琐且相互掣肘，给生态工

程建设合作设置了障碍。因此区域内各地方政府

积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减少合作建设中出现的

分歧与摩擦。在东航路—康力大道生态工程合作

建设中，示范区执委会统合上海与苏州的规范与

标准，构建一体化审批机制，解决了两地标准不

一且相互制约的难题，有效推动生态工程的深入

合作。同时，苏沪两地政府逐步推进区域电子政

务，以消除行政审批壁垒，通过建立统一的审批

受理平台、信息交换平台和对外开放平台，简化

审批流程并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区域生态工程合

作的建设。 
比较利益型生态合作治理初期主要面临的

是合作主体间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因此需达成

利益共识并实现收益均衡，利益谈判机制则是保

障地方政府长期合作的关键[41]。东航路—康力大

道生态工程的合作建设，能够促进上海和苏州经

济社会发展，使两地都能获得利益。然而，由于

行政壁垒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两地

政府在合作建设该大桥时，不可避免存在利益分

歧、利益互斥甚至利益对抗等问题。利益谈判机

制有助于双方实现收益均衡，并保证生产成本公

平共担，它不仅是上海和江苏两地政府由不合作

转向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还能有效整合双方分

散的利益，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区域

生态工程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 共创共享型的合作机制 
市场驱动力是激励共创共享型合作达成的

根本动因。市场驱动力是指受市场需求和行业竞

争的影响，企业持续探索更具盈利潜力的生态产

品和服务，由此推动地方企业发展实现规模效

应，达成区域生态合作治理的目标。由于区域间

的生态资源存在差异，且各地经济发展定位有所

不同，如果各地方政府仅追求短期效益，不顾区

域生态环境而盲目开发，不可避免地会给区域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力。由此区域生态旅游

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合作既能够促进要素流动和

聚集，又可以实现资源的互补和有效配置，从

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42]。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

打造了长三角区域共同旅游品牌，为示范区内各

地方政府带来了经济和生态效益，并促使各方深

度合作。 
    达成共创共享型生态合作的关键在于确保

各合作主体共同创造的经济收益得以互惠共享，

因此需建立一个较为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在于对所获利益进行合理

分配，既包括资源的共享，也包括发展成果的

普遍惠泽[43]。利益分配机制以利益分配和协调为

核心，是一个由多种内容组成的有机整体[44]，是

共创共享型生态合作治理得以正常运转的规则

和制度。示范区在建设古镇生态文化旅游圈时，

依据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谈判，

满足了各地方政府的合理利益诉求，提高了合作

的积极性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区域生态合作治

理关系。利益分配机制既能让地方政府达成生态

合作治理的目标，还能产生生态合作治理的内生

动力，推动生态合作治理的持续发展，详见表 7。 
 

五、结语 
 

地方政府长期合作的制度基础是合理的利

益激励机制。无论是损失盈利型生态合作治理中

的生态补偿机制，比较利益型生态合作治理中的

利益谈判机制，还是共创共享型生态合作治理的

利益分配机制，都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地

位平等和利益共享的制度化合作机制。在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中央政府应当通过

引导和协调，构建利益补偿与让渡、利益分配与

协调并行的激励机制，真正实现各地方政府共享

区域发展成果的“共赢”目标，进一步推动区域

一体化发展进程。 
    在损失盈利型生态合作治理中，合作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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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合作类型合作的机制比较 

合作类型 合作案例 案例特点 驱动力 利益协商 

损失盈利型 
太浦河流域

跨界水污染

治理 

1、府际间本地收益差距过大，且产生公共收益 
2、地方政府没有主动合作的积极性，需要有强大

的上级政府力量推动 

中央政府 
调控力 

利益补偿 

比较利益型 
东航路—康

力大道生态

工程建设 

1、合作主体主要获得共同收益，且收益较为平等，

但受府际行政束缚，使成本承担有所差异，最

终影响收益均衡 
2、地方政府有较强的主动性打破行政审批束缚，

均衡合作收益 

地方政府 
自然生长力 

利益谈判 

共创共享型 
“古镇生态

文化旅游圈”

打造 

1、合作主体主要获得共同收益，其收益平等，府

际合作能够产生更大规模效益 
2、市场及政府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实现收益共创

共享 

市场驱动力 利益分配 

 
政府之间存在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利益冲突格

局。此情景下，中央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使利益

补偿机制的建立成为必然。该机制通过有效矫正

污染的外部性，推动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解决

利益冲突、维持社会公平和保障共同利益，实现

流域上下游政府的长期合作。 
在比较利益型生态合作治理中，合作各主体

均享有合作利益，但因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经济

基础、资源要素基础存在差异，导致各主体利

益呈现不均衡状态。此时，地方政府自然生长

力成为主导推动力量，秉持公平公正和优势互

补原则，通过协商谈判，建立成本分担和利益

谈判机制，以均衡各方利益，实现了合作共嬴

的目标。 
    共创共享型生态合作治理中，市场驱动力成

为主导推动力量。市场驱动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

催化剂，同时也推动各方参与生态合作，能够应

对生态环境问题并实现经济增长。该合作类型的

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区域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以便协同发展。在这种协作模式下，市场力量激

发了各方自发合作和追求共赢的动机，同时，利

益分配机制的建立确保了资源和收益的公平分

配。通过透明和公正的利益分配方式，各地政府

受到激励，从而更加积极参与区域生态治理共同

合作。 

 
注释： 
 
① “臭鱼堵门”事件：盛泽印染业废水涌入河道，致使王

江泾镇的渔民遭受巨大损失，1995 年，王江泾镇 200

多名渔民将死鱼挑至盛泽镇政府。 

② “零点行动”事件：2001 年 11 月 22 日凌晨，浙江王

江泾一带的 300 多位村民自筹资金 100 万元，动用 8

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 28 条水泥船，截断麻溪

港，以拦阻来自江苏盛泽方向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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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and driver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from a cost-benefit perspective: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Zone as an example 
 

MAO Chunmei, YAO Q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ross-border ecological issu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Reforming the local governance model and strengthening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re inevitable choices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terest is the key to 
driving local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in ecologic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as rational decision-makers, 
local governments' cooperative motivation stems from the expectation that cooperative benefits exceed the 
anticipated cooperative costs. This study, from a cost-benefit perspective, classifies 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s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types into such three types as loss-profit type, comparative 
interest type, and co-creation and sharing type, and analyzes the cost-benefit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cooperation. Drawing on the real-world experie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Ecological Gree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such as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al tourism circles, the analysis reveals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of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types in region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 loss-profit type is domina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regulatory power, implementing a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e comparative interest type is 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inherent 
growth power, implementing a benefit negotiation mechanism. The co-creation and sharing type is driven by 
market forces, implementing a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By analyzing the cost-benefit and behavioral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ypes, this study is beneficial to expand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a 
balanced interest mechanism for regional ecologic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Key Words: regional ecological cooperation;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cost-benefit; types of 
cooperation; motivation fo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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